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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化肥减量政策的适用性分析及启示
李 芳，冯淑怡 *，曲福田
（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摘 要：通过梳理和分析欧盟、美国和日本等代表性国家（地区）化肥减量政策的具体做法、实施效果和适用条件，以期发现化肥减

量政策在环境取向制定时的共同规律和一般条件，从而为中国化肥减量政策的制定提供可行的政策建议。研究表明，各个国家（地

区）的化肥减量政策各有优缺点且适用条件不同，其中欧盟的命令控制型政策适用于涉及农户少、农业种植类型或农场类型同一的

情况，美国的经济激励型政策适用于涉及农户较多、农产品市场体制比较完善、价格形成机制灵敏的情况，日本的公众参与型政策

适用于相关农业团体较多、经济实力较强的地区。因此，中国在制定化肥减量政策时，应对各国的政策手段取长补短、综合选择；为

此，应从完善农产品价格机制和无公害农产品认证制度和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方面着手，通过市场机制的引导促进环境

友好型技术的采纳、通过化散为整确保环境标准的有效执行、通过协同带动和宣传引导提高农民的环境意识，从而保证命令控制

型、经济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等化肥减量政策的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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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tilizer Reduction Policie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Suitability and Implications
LI Fang, FENG Shu-yi*, QU Fu-tian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reviewed and analyzed the specific practices, implementation effects and applicable conditions of fertilizer reduction
policies in the EU, US and Japan, explored the common laws and general conditions in the formulation of environmental orientation, and pro原
vided feasibl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formulation of fertilizer reduction policies in China. This study showed that fertilizer reduction
policies in each country had their own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nd the applicable conditions were different. The EU忆s command and
control policy was applicable to the situation of less farm households and the same agricultural planting type or farm type. The economic in原
centive policy in the US was applicable to the situation of more farm households, relatively perfect agricultural market system and sensitive
price formation mechanism, while the public participation policy in Japan was applicable to regions with more relevant agricultural groups
and strong economy. China should learn from each of these policies and make a comprehensive choice in the formulation of fertilizer reduc原
tion policies. Therefore, China should proceed from improving the agricultural price mechanism and the pollution-free agricultural products
certification system as well as encouraging and supporting the development of large scale production units, and then promote the adoption of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technology through the guidance of market mechanism, ensure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environmental stan原
dards through farmers忆 integration and improve farmers忆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through propaganda guidance, so as to ensure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different types（command and control policy, economic incentive policy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policy）of fertilizer reduc原
tion policies.
Keywords: fertilizer reduction; policy; environment friendly; ecological agriculture; subsi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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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肥在促进我国农业生产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

的作用。据分析，化肥施用对粮食增产的贡献大体在

40%以上[1]。然而，近年来我国化肥施用形势不容乐
观，一方面化肥给农业带来的增产效应在降低，另一

方面过量施肥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而且化肥利用率

低，流失严重。据统计，20世纪 80年代每 kg化肥的
增产效果为 1颐20，到 21世纪下降为 1颐5；然而化肥施
用量却从 40 kg·hm-2增加到 400 kg·hm-2，远远超出
发达国家设置的 225 kg·hm-2的安全上限[2]。与此同
时，我国水稻、玉米、小麦三大粮食作物化肥利用率仅

为 35.2%[3]，除作物吸收外，大部分养分进入了水体和
土壤，造成农业面源污染，对广大居民的健康构成了

威胁。世界银行的报道也指出，我国有将近 50%的地
下水被农业非点源污染，受此类污染影响的耕地面积

已近 2 000万 hm2 [4]。
针对化肥施用造成的外部性问题，我国仅在《环

境保护法》（1989）、《水污染防治法》（2008）、《农业法》
（2002）、《农产品质量安全法》（2006）和《国家“十一
五”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战略规划》（2007）等中提及
应当“合理使用化肥”，且仅停留在倡导性建议层面，

并未提出化肥减量目标以及具体操作细则，故而实施

性不强。除此之外，也仅有一些对常规农业耕作系统

简单修复的方法，如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控制化肥

施用，但这种方法的成本很高且不易推广。实践中，更

多政策与化肥减量目标背道而驰，如政府一方面对化

肥行业在生产和流通领域实行财政补贴及税收优惠，

另一方面通过化肥限价政策（2009年已撤消）和农资
补贴政策对农民使用化肥给予激励[5]，从而从供给和
需求两个方面导致了化肥过量施用。

许多发达国家农业集约化发展早于我国，化肥等

各种农用化学品的高投入引发的农业面源污染问题

暴露较早。自 20世纪 80年代末以来，发达国家已经
开始重视化肥施用行为及其引发的农业面源污染问

题的研究和治理，对农业生产中过量施用化肥造成的

负外部性做出相应的调整。发达国家化肥施用量呈现

出了先快速增长、达到峰值后保持稳中有降或持续下

降的趋势，逐步走上了减肥增效、高产高效的可持续

发展之路。2015年，农业部制定了《到 2020年化肥使
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指出“力争到 2020年，主要农
作物化肥使用量实现零增长”。因此，梳理和研究发达

国家在化肥减量施用、控制农业面源污染上采取的主

要策略和手段，从中获得可供借鉴的经验，有助于制

定适合我国的化肥减量政策，解决我国农业生产中化

肥过量和不适当使用问题，从而提高治理效率，实现

社会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共赢。

现有关于化肥减量政策的研究较少，且大多集中

在生态环境领域，偏重于从技术角度探讨控制化肥使

用的手段[6]。一些学者直接提出了化肥减量的政策建
议[7-8]，也有文献借鉴国外化肥减量的经验，但往往缺
乏必要的政策有效性和适用性分析，更缺乏基于我国

国情的可行性分析[9]，从而无法得出有针对性的政策
建议。本文首先梳理和分析欧盟、美国和日本等代表

性发达国家（地区）化肥减量政策的具体做法和实施

效果；然后探析各种化肥减量政策在环境取向制定时

的共同规律和适用条件，并基于我国国情分别对其可

行性进行分析；最后，提出促进我国化肥减量的政策

建议。

1 典型国家（地区）化肥减量政策的具体做法
和成效分析

结合公共政策手段的分类标准，各个国家在促进

化肥减量、控制农业面源污染上采取的主要政策措施

大致可归结为 3种类型：命令控制型、经济激励型和
公众参与型（教育、培训等）。本部分选择具有代表性

的欧盟、美国和日本等国家（地区），总结和分析其化

肥减量政策的具体做法和实施效果。

1.1 欧盟化肥减量政策
欧盟的化肥减量政策包括命令控制型和经济激

励型 2种。在命令控制型政策方面，主要有《饮用水
法令》、《硝酸盐法令》和《农业环境条例》[10]。1980年，
《饮用水法令》为饮用水的许多化学、生物学成分规

定了上限，每个成员国必须执行饮用水中硝酸根含

量不得超过 50 mg·L-1的标准[11]。1989年，欧盟委员
会第一次明确提出农业面源污染的正式文件，指出

水质问题是由农田与城市硝酸盐的释放引起的 [12]。
1991年，欧盟出台《硝酸盐法令》，要求成员国标定出
硝酸根含量超过 50 mg·L-1或已发生富营养化的水
体，并将这些水体的集水流域划定为易受硝酸盐污

染区，区内采取强制性的措施以减少营养物质的进

一步流失。其中，对农业经济影响最大的一项规定是

有机肥料施用量（以 N计）不得超过 170 kg·hm-2·a-1，
这意味着各国要将原先的施用量大幅度削减[11]。1992
年 6 月，欧盟部长会议正式采纳了共同农业政策
（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CAP），鼓励农民使用环
保型、创新型耕种方式[13]。1993年，欧盟出台了结构
政策的环境标准。在化肥管理上，一些欧盟国家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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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肥的毒性、用量、使用方法和对生态环境和公众健

康可能造成的危害，加强管理并建立严格的登记制

度。1999年正式批准的“2000年议程”，更把对农民
的直接支付与环保标准的贯彻情况相挂钩，同时大

幅度增加了用于环保措施的资金[14]。2000年，欧盟水
框架指令（WFD）开始生效，该指令集成了已有的法
律法规，如《饮用水法令》和《硝酸盐法令》，对各成员

国在水环境保护与管理方面提出了统一的目标和要

求[15]，是近几十年来欧盟水资源管理领域最重要的指
令。WFD具有极强的操作性，为各成员国的每一步行
动规划规定了明确的截止期限，其中，2000—2003
年为各成员国的准备期，2004—2008年是流域管
理计划的实施准备期，2009—2015 年为计划实施期
和目标期，2015 年开始新一轮协商和实施周期规
划 [16]。欧盟命令控制型化肥减量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效
果。有关数据显示，自 20世纪 80年代末以来，各国
流域逐步实施农业投入氮、磷总量控制，氮、磷化肥

用量分别下降了大约 30%和 50%[14]，农田环境及生
态环境得到了较大的改善。

在上述文件的要求和指导下，各成员国也根据本

国实际情况修订和制定相应的化肥减量控制政策。如

英国在 20世纪 80年代末依据欧盟《硝酸盐法令》，基
于水中硝酸盐含量是否超过或接近 50 mg·L-1这一标
准，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划定了 32个硝酸盐脆弱区[11]。
区内的农民在自愿的基础上，与政府签定为期 5年的
限制农业活动的协议，明确规定不施或限量施用化

肥，而农民的损失则按土地面积得到补偿津贴（从每

公顷 65英镑到每公顷 625英镑不等[10]），这些补偿支
付在各个硝酸盐脆弱区之间和每个硝酸盐脆弱区之

内均不同。农民可以用部分或者全部土地参与该计

划。除此之外，还设置了禁止施肥的封闭期，并对化肥

施用方法提出要求[17]。到 1998年，在英国所有规划区
中，已经有 58%左右的土地符合条件，参加了基本计
划，其中 21%还进一步参加了奖励性耕作计划。监测
显示，该计划已经使得受影响地区的硝酸盐流失量降

低。有证据表明硝酸盐脆弱区计划带来的环境利益的

价值已经大大超过了该计划的成本[18]。
欧盟各成员国所采用的经济激励型化肥减量政

策包括调整农产品价格、排污收费、对化肥生产和销

售课税和对为减少养分排放而改变耕作方式的农民

给予补贴和技术支持等，激励和鼓励农民自愿使用环

保型、创新型耕种方式[13，19]，惩罚违反农业环境法规的
情况。其中税收手段是各国较为常用的手段，如荷兰

于 1998年开始使用 MINAS（Mineral Accounting Sys原
tem）系统控制化肥施用，其控制对象是养分的剩余
（或流失）。在这个系统之下，每个农民的养分投入和

产出情况都被记录下来，如果其养分剩余（或流失）在

规定的标准之内，则无需交税，如果超出标准，则需要

缴纳较高的税。随着免税的标准越来越严，超出标准

的税率也越来越高。尽管监测数据显示荷兰地下水的

养分浓度在 1992—2000年之间有所下降，但是这项
政策仍然由于其高昂的执行费用（特别是监测费用）

以及对于环境质量贡献的不确定性受到质疑[5]，加之
在适用农场类型问题上存在争议[20]，MINAS系统最终
失去了支持，于 2006年 1月被废除。此外，奥地利、德
国、挪威、芬兰、丹麦、匈牙利、瑞典、西班牙和英国都

对农户的化肥施用征收了有关农业面源污染的投入

税；比利时也对未被农作物吸收而残留于环境中的有

机肥和无机肥征收有关农业面源污染的环境税[19]。采
用税收手段实现化肥减量的程度是有限的，农户农业

生产条件的异质性和过高的监测成本、农业面源污染

本身所具有的特征等因素使得这种投入税和环境税

的政策目标在实践中很难实现[21]，而且这些国家针对
农户农业面源污染所征收的投入税或环境税更多地

被用作是增加国家财政税收的工具，而不是纠正农户

农业生产行为的外部性问题[22-23]。
欧盟国家基于税收的化肥减量政策不仅改善环

境的效果不明显，而且对本国农民收入和农业发展造

成了较大的影响[5]；而且，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化肥
价格会不断下降，作为化肥价格的一部分，化肥税的

化肥减量影响会随之变弱，并最终导致无效。而命令

控制型化肥减量政策由于是强制的，从政策开始付诸

实施的时候起，农户就必须按照法律或政策规定调整

其农业生产投入、减少化肥使用以达到政策目标。因

此，相比之下，欧盟命令控制型化肥减量政策在实践

中更为有效。

1.2 美国化肥减量政策
化肥使用与管理作为农业面源污染研究的基本

内容之一，不是孤立存在的，往往与其他农业政策结

合在一起，共同作用于改善农业环境、促进农业持续

发展。美国主要依托最佳管理实践（Best Management
Practices，BMPs）实现化肥减量的政策目的。1972年
美国国家环保局（USEPA）针对非点源污染问题首次
提出 BMPs，并将其定义为“任何能够减少或预防水资
源污染的方法、措施或操作程序，包括工程、非工程措

施（即管理措施）的操作和维护程序”[24]。BMPs重于源

李 芳，等：发达国家化肥减量政策的适用性分析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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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理而不是污染物的处理[25]，实质上是指在获得最
大的粮食、纤维生产的同时，能科学地使农业生产的

负影响达到最小的生产系统和管理策略的总称。工程

措施主要是增加湿地、植被缓冲区和水陆交错带等，

从而降低污水的地表径流速度，以拦截、降解和沉降

污染物。管理措施分为养分管理、耕作管理和景观管

理 3个层次，这 3个层次虽然在空间尺度上不同，但
在效果上互相配合，都围绕一个中心原则，即最大的

保证物质循环的效率，减少元素的输出损失，从而在

满足植物生长需求的同时降低对环境的影响。其中，

养分管理是通过对项目本身设置控制性的技术标准

以进行源头控制，包括对水源保护区农田轮作类型、

施肥量、施肥时期、肥料品种和施肥方式的限定[26]。在
应用中，BMPs要根据区域特征、污染状况和技术条件
确定具体的管理措施和工程措施，并随时间变化和实

施效果及时作出改进和调整。现已提出的最佳管理实

践主要有少耕法、免耕法、限量施肥、综合病虫害防

治、防护林、草地过滤带、人工水塘和湿地等[27]，与此
相关的控制技术有农田最佳养分管理、有机农业或综

合农业管理模式和农业水土保持技术措施等。

BMPs的具体实施中还包括一些经济手段，即联
邦政府拨付了专门的项目资金[28]，对自愿采纳最佳管
理实践的农户给予财政补偿、技术支持和相关金融支

持，通过经济激励或创建市场改变农民的成本利益结

构，促使农民自觉采用环境友好的替代技术[5]，从而间
接引导其减少化肥使用量。由于 BMPs的实践可以微
调以适合特定的地点，加之其易于低成本执行的优

点，在美国越来越受欢迎[20]，成为美国控制农业面源
污染的主要选择，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据美国调查

评估报告显示，1990年美国面源污染约占总污染量
的 2/3，其中农业面源污染占面源污染总量的 68%~
83%，经过 10多年的有效治理控制，2006年的农业面
源污染面积已比 1990年减少了 65%。
1.3 日本化肥减量政策

日本的化肥减量政策主要是在全国广泛推行环

保型农业的背景下不断推进的。日本于 20世纪 90年
代初提出发展“环境保全型农业”，重点是减少农田盐

碱化、农用化学品面源污染和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

1994年，日本在国家层面的农林水产省、都道府县和
准备推行环境保全型农业的市町村层面分别设置了

“农林水产省环境保全型农业推进本部”、“都道府县

推进协议会”和“环境保全型农业推进方针制定委员

会”。此外，在农林水产省的支持下，日本全国农协中

央会建立了“全国环境保全型农业推进会议”，委员由

生产者、消费者、食品企业、大学教授和政府官员等组

成，是一个非官方的民间组织。1996年，日本“农林水
产省环境保全型农业推进本部”将其定义为：“要充分

发挥农业所拥有的物质循环功能，不断协调与生产力

提高间的关系，通过土壤复壮，减少化肥、农药的使

用，减轻对环境的负荷，是具有持续性的农业”[29]。为
保证环保型农业的实施，1999年日本颁布了被称作
新农业基本法的《食物、农业、农村基本法》，以及被称

作“农业环境三法”的《持续农业法》、《家畜排泄物法》

和《肥料管理法（修订）》[30]，并采取上下结合、充分调
动社会民间力量的做法来推广环境保全型农业。

在政策方面，日本环保型农业的建设主要包括采

取舆论宣传、政府支持、农协引导、生产者与消费者对

话和市场拉动等。一是从 2000年开始推行有机农产
品、特别栽培农产品、生态农户等认证与标识制度[31]，
这不仅可以通过市场选择来引导农业生产者发展环

境保全型农业，而且可以通过扩大社会认同使积极践

行环境保全型农业的农户利益得到保障；随后于

2006年颁布《有机农业促进法》，并定期修改有机农
产品标准；二是从政策、贷款、税收上对环保型农户给

予支持，提高环保型农户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地位，推

动环保型农业建设，如从 2007年开始，对符合标准的
确定为环保型农户的，实行硬件补贴、无息贷款支持

和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30]。从 2011年开始，生态农户
可以享受到政府的直接补贴[32]；三是发挥日本有机农
业研究会、保护大地会、主妇联合会、消费科学联合

会、消费者联盟、生活协同组合以及由他们联合起来

的全国消费者团体联络会[33]等农业发展社会团体的
宣传和推动作用，通过将各级政府和各社会阶层，特

别是农村基层和广大农户需要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实

现上下结合的良性互动，从而引导全社会积极参与和

共同推进。此外，土壤复壮技术、化肥减量技术和化学

农药减量技术等环境保全型农业技术措施的发展也

对政策的顺利实施起到了支撑作用。通过采取各种有

效的农业治理措施，日本的农业环境得到了很好的改

善，也切实实现了化肥减量的政策目标。统计数据表

明，2000年日本 501 556户实施环境保全型农业的农
户中，仅就氮肥使用而言，未使用农户为 32 053 户，
占 6.4%，低于惯常使用量 50%以下的农户为 314 215
户，占 62.6%[31]。2005年，日本认定的生态农户有近
10万户，到 2011年则增加至 21万户。2013年，日本
环保农业生产面积已达 4.5万 hm2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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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评述
综合比较欧盟、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地区）的

化肥减量政策的具体做法和实施效果，不难发现各国

化肥减量政策在环境取向制定时有两个共同特征：

一是 3种政策手段混合使用。虽然各国国情存在
较大差异，但在化肥控制手段的实施上均是依照法律

的强制遵守义务与市场引导措施相结合，这样可以

满足不同层次的环境保护的需要。这与更广泛的政策

文献相一致，提出设置一个所有生产者都必须达到的

最低标准，然后通过自愿和市场激励来实现进一步降

低[35-36]；而且这种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的政策设计提供
了多种选择，有利于行为人根据这些选择的成本效益

分析做出最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体现了政策的灵活

性和效率[20]，可能更符合成本效益[37]。
二是发展操作简单、价格便宜的替代技术供农民

广泛采用。为保证化肥减量政策的有效实施，各国都

注重环境友好型替代技术的研发，这也是保证农民在

减少化肥施用量时产量不下降的关键。

2 不同类型化肥减量政策的适用性分析

2.1 命令控制型化肥减量政策
以欧盟水框架指令为代表的命令控制型化肥减

量政策的主要优点是政策效果确定、见效快。然而，该

类型政策也存在一定的缺点：一是管理成本很高，其

有效实施必须以严格监控目标农户的化肥施用情况

为前提，尤其在面对农户较多的情况下，这一过程的

执行成本更为巨大；二是缺乏灵活性，由于不同农户

的资源禀赋和生产能力等存在差异，要达到同一化肥

减量目标所要支付的成本也不同，命令控制型手段的

强制性使得农民无法根据成本效益作出最符合自身

利益的选择；三是不能为农户提供进一步减少施用化

肥的动力，农户会改变自己的化肥施用量以符合政策

要求，但他们的努力只会到此为止，一些农户即使有

能力也不会选择继续减少化肥施用量。该手段在下列

情况下更能发挥作用：（1）涉及农户数量少。该类政策
的实施往往需要有效的监管和执法措施，直接成本和

间接成本都较高。在农户相对较少的地方，监督和执

法比较容易，此时规定削减标准可能比征收化肥税等

经济手段更简单、有效。（2）农业种植类型或农场类型
同一。不同作物类型对施肥量、施肥时期、肥料品种和

施肥方式的需求不同。为达到同一环境标准，不同种

植类型农户所要削减的化肥用量也有所不同。出于公

平考虑，无法制定统一的标准，也因此无法明确识别

各个农户的削减行为是否达标。

欧盟的命令控制型化肥减量政策在农户众多的

情况下因其高昂的管理成本而不适用于我国的实际

情况。然而，自 2012年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发展农
民专业合作和股份合作，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多

种形式规模经营”，种植大户、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蓬勃发展，通过将部分小农户的土地化散为整

发展规模经营，降低了管理和监督成本。同时，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专业化程度高，往往大面积种植同一种作

物，在这种情况下也易于制定统一的环境标准和目

标，执行简单且见效快。

2.2 经济激励型化肥减量政策
美国 BMPs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经济激励型政

策。其主要优点在于增加农户在农业生产中控制化肥

施用行为的灵活性、效率和成本效益，它提供多种选

择，有利于目标农户根据这些选择的成本效益分析做

出最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从而引导或促使农户不断

减少化肥施用量，且管理成本相对于命令控制型政策

较低。其主要缺点是见效相对较慢、政策效果不确定，

由于经济激励型手段是通过改变农产品市场信号来

调节农民的化肥施用量，一方面农民对市场信号作出

适当的反应需要一个过程，故而短时间内无法立即改

变化肥过量施用的现状；另一方面，市场信号改变的

程度是否适当、农民是否会根据农产品市场信息的改

变自愿采取减少化肥施用的行为都是不确定的，从而

经济激励型政策对农民化肥施用行为的影响也是不

确定的。该手段适用于以下条件：（1）涉及相关农户较
多。在农户较多的地方，考虑到成本问题，不可能实现

一一管制或监督，依靠 BMPs中的经济手段，以给予
财政补偿、技术支持和相关金融支持为激励，诱导一

部分农户采用环境友好型措施，在一定区域内形成示

范效应，进而带动更多农户自觉改变其生产方式；（2）
农产品市场体制比较完善、价格形成机制灵敏。政府

对自愿采取最佳管理实践的农户提供补贴、技术指导

和金融支持等，这种政策优惠只有转化为经济优势进

入到农民生产的成本-收益决策中，并最终通过农产
品市场交易价格体现出来，农民才会根据自身情况和

市场信号，在权衡利弊的情况下作出符合自身利益的

理性选择。

截至目前，我国仍有 2.6 亿个农户家庭，在一段
时间内，我国的农业经营模式仍将以家庭经营为主；

与之相适应，美国的 BMPs化肥减量政策在涉及相关
农户较多的情况下更能体现其优势。然而，该政策对

李 芳，等：发达国家化肥减量政策的适用性分析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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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价格市场机制的要求也较高。目前，化肥行业

出现技术创新不足、产能过剩等问题，我国加强农业

技术推广，大力推广测土配方施肥这一环境友好型技

术以提高化肥利用效率和减少化肥使用量；与此同

时，随着农业废弃物已成为农村重要污染源，对农业

废弃物如畜禽粪便和作物秸秆进行无害化、稳定化和

资源化处理，生产生物有机肥，促进无公害食品和绿

色食品的发展也是未来农业的发展趋势。然而，测土

配方施肥技术和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推广规模

有限，一方面是因为当前对于环境友好型技术采纳的

激励政策不到位，缺乏相应的补贴；另一个主要的原

因则是我国的环境友好型农产品仍面临着市场准入

认证混乱、市场营销环节缺失导致市场消费者接受度

较低、价格过高等问题[38]，在这种情况下，对自愿采纳
环境友好型生产方式的农户给予补贴、技术支持和相

关金融支持以降低其生产成本的政策效果难以凸显，

农产品无法实现更高的价值，从而不利于农民通过成

本效益分析作出化肥减量使用的决策。此外，基于自

愿的原则对采纳环境友好型生产方式的农户给予经

济激励存在一定的道德风险，即农户不一定会采取政

策制定者所期望的行为，因而需要命令控制型政策的

配合才能保证其有效性。

2.3 公众参与型化肥减量政策
日本在化肥减量控制上更多采取公众参与型政

策，通过民间组织和有机农业团体的宣传和拉动，鼓

励全民参与到环保事业中来，其主要优点在于，由于

不是强制性的，在多数情况下很少需要监督管理，故

而管理成本最低；同时，通过公众参与的政策手段提

高农户化肥减量施用的意识和组织化程度，也能在一

定程度上为农户进一步减少化肥施用量提供动力。该

类型政策的缺点则是见效很慢且政策效果很不确定，

原因在于，无论是通过改变农户传统的生产观念进而

改变其化肥施用行为，还是通过社会的压力促使其减

少施用化肥，都需要更长的时间。该手段的适用条件

为：（1）当地相关农业团体较多。相比政府，相关农业
团体往往由一定比例的农民和农业专家组成，不仅更

了解农民的需求，而且更能帮助农民解决农业生产困

难并提供技术援助，在农村中有相当的权威，农民也

对这些组织比较信任和依赖，故而公众参与意识强、

组织化程度高，有利于政策的推行；（2）地区经济实力
较强。公众参与型政策的有效实施要靠农户受教育水

平和环境意识的提高，从而建立有效的公众参与制

度，因此需要不断的教育和培训，从长期来看，这离不

开政府的资金支持。

日本通过民间组织和有机农业团体发动和引导

公众广泛参与环境管理制度的制定、教育与技术推

广、研究开发新技术等的做法有其可取之处。然而，目

前我国农业协会、合作社等农业团体发展不平衡、治

理结构不完善、运行不规范，存在严重的职能缺位，因

此在现阶段难以真正发挥连接农民与政府之间的桥

梁、降低政府政策实施信息成本等的作用。而且，我国

经济还不很发达，长期以来的小农意识根深蒂固，环

境保护意识淡薄，由于外部性的存在，对单一农户的

管制和激励效应往往会被其他农户的不参与所抵消，

因此短期内在我国推广这种公众参与型的化肥减量

政策，效果必然是有限的，但从长期来看，仍不失为一

项长远的对策，且配合其他两种手段同时使用更能增

进政策实施的有效性。

综上所述，由于欧盟、美国和日本的化肥减量政

策适用于不同的条件和情况，我国在对此借鉴时，不

能盲目偏重于某一类政策手段，而应根据国情，对各

国的政策手段取长补短，综合选择。表 1总结了上述
3种化肥减量政策的一般情况。
3 发达国家化肥减量政策的借鉴与启示

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是我国农业发展的两大目

标，而仅仅依靠环境政策的“突围”来削减化肥施用量

可能使得粮食产量无法保证。因此，化肥减量控制更

大程度上应取决于农业发展政策的转变，从而实现农

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在这种情况下，应兼顾上

述 3种化肥减量政策的特点，采用集命令控制型、经
济激励型及公众参与型政策于一体的政策组合，总的

可行性策略应是：通过教育和培训，基于激励的政策

手段，促使农民改变传统生产方式，以减少化肥的投

入，在满足具体的化肥减量目标的情况下提高农业生

产效率。相应地，笔者提出具体政策建议如下：

3.1 完善农产品价格机制和无公害农产品认证制度，
通过市场机制的引导促进环境友好型技术的采纳

可借鉴美国经济激励型政策，充分发挥市场机制

的引导作用，促使农户采用环境友好型技术。为保证

该类型政策的有效实施，需加强有机农产品认证制度

和标准执行力度，完善农产品价格机制。一方面，应减

少对化肥行业在生产和流通领域的财政补贴及税收

优惠，转而对农民购买和使用无公害农产品用肥、采

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行为

进行一定数额的经济补助和奖励，确保化肥政策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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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3种化肥减量政策类型
Table 1 Three types of fertilizer reduction policies

政策类型
Policy types

代表性政策措施
Typical policies

政策结果 Policy results 经济效果 Economic effects
适用条件

General conditions
产生结果的
确定性

Certainty of
results

产生效果
所需要
的时间

Time requires

产生效果的
深化程度

Degree of effects
管理成本

Administration
costs

给目标群体带来的成本
Costs of target groups

命令
控制型

欧盟水框架指令
（WFD）

确定 快 不能为目标群体
提供持续改进的

动力

很高 缺乏灵活性，农民无法根
据成本效益分析作出最符
合自身利益的选择

涉及农户少；农业种植类
型或农场类型同一

经济
激励型

最佳管理实践
（BMPs）

不确定 相对较慢 能引导或促使目
标群体不断改善

相对较低 灵活性大，有利于目标农
户根据成本效益分析做出
最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

涉及农户较多；农产品市
场体制比较完善、价格形

成机制灵敏

公众
参与型

环境保全型农业 很不确定 很慢 能为目标群体持
续提供进一步改
善的动力

很低 灵活性大，有利于目标农
户根据成本效益分析做出
最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

当地相关农业团体较多；
地区经济实力较强

定与补贴方向相一致；在此基础上，逐渐把给予采纳

环境友好型生产方式农户的补贴、技术等支持标准与

农资价格变化、农产品价格变化联系起来，真正降低

目标农户的生产成本，从而使政策效果得到切实体

现。另一方面，加大现行《无公害产品认证管理办法》、

《无公害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及《无公害产品》国家标

准的实施力度，鼓励无公害食品和绿色食品的消费，

不断扩大其市场，借此引导生产者采用环境友好型技

术，从而达到化肥减量的政策目的。

3.2 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化散为整确保
环境标准的有效执行、通过协同带动和宣传引导提高

农民的环境意识

一方面，可借鉴欧盟命令控制型政策，对各地受

到农业硝态氮污染的水体进行监测，划定硝态氮脆弱

区，并设定具体的环境标准，拟定新的化肥管理法律

法规和相关制度，如制定《化肥安全使用环境管理办

法》，设定具体的化肥生产和使用减量目标，限制施肥

量和施肥方式，从而规范农业生产者行为。针对命令

控制型政策存在的监督和执行成本高的弊端，可考虑

培育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通过化散为整，以保证执法监督和环境管理

的有效性。

另一方面，为达到化肥减量施用的长期政策目

标，应借鉴日本公众参与型政策，充分发挥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的带动作用。在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农业

协会、农业合作社等农业合作组织的介入不仅有助于

生态农业技术普及，而且鉴于生态农业生产周期长，

初期风险大、产量低、转换期长等特点，在生产环节也

可以起到降低成本和相互监督等良性协同效应；同

时，农业合作组织可凭借其自身优势充分发挥示范和

宣传作用，通过科普和报纸、广播、传单等大众媒体普

及减少化肥施用对环境保护和人类健康的重要性，使

人们切实认识到化肥减量的必要性，带动广大从事农

业生产的组织、单位和农民生态、环保、法律意识的提

高，从而引导其转变传统农业生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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